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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两岸各自现行有效的法律规定都认同 “两岸同属一个中国”， 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

家， 其人民、 领土、 主权并未分割， 惟政权和法制尚未统一。 鉴于两岸均接受法治观念， 所以，
台湾的法律地位就成为 “统独” 争执的焦点问题。 本文通过对相关的国际法律文件及法律事实

和理论争议进行梳理和分析提出， 在国际法上， 台湾地区的法律地位已经明确并非法律地位未

定， 即台湾与大陆同属一个中国 （现国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台湾并非独立的主权国家或具有

主权的法律实体， 中国的国号变更在国际法上不影响台湾属于中国的法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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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问题涉及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所在。 解决台湾问题， 完成国

家统一大业， 是中华民族的重大历史任务之一。 发展台湾海峡两岸关系， 促进和平统一， 是包

括两岸人民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共同责任。 鉴于两岸各自现行有效的法律规定都认同 “两岸同

属一个中国”， 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 其人民、 领土、 主权并未分割， 惟政权尚未统一， 并

且两岸均接受法治观念， 所以， 台湾的法律地位就成为统独争执的焦点问题。 考虑到台湾问题

是历史遗留问题， 有必要对相关的国际法律文件进行梳理和分析， 以利于客观、 公允地看待这

一问题。

一　 “台湾是中国领土并非法律地位未定” 的国际法依据

（一） １８９５ 年 《马关条约》 对台湾法律地位的影响

　 　 １８９５ 年， 中国清朝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 《马关条约》， 将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和澎湖

列岛的管理权和该地方所有堡垒、 军器工厂及一切属公对象， 永远让与日本。① 这一条约导致日

本占领并统治台湾长达 ５０ 年之久。 对于 《马关条约》 的法律效力， 以及其所规定的割让台湾给

日本的条款是否有效地导致主权移转， 存在一定的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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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香港澳门法研究中心主任， 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参见 《马关条约》 中文本的第 ２ 款。 值得注意的是， 《马关条约》 的中文本与日文本存在重要差异。 《马关条约》 的

日文本的第 ２ 条是将 “主权” 而非 “管理权” 永远割让给日本 （ “清國ハ左記ノ土地ノ主權竝ニ該地方ニ在ル城壘

兵器製造所及官有物ヲ永遠日本國ニ割與ス”）。 从当时 《马关条约》 的实际履行情况看， 是 “主权” 移交而非单纯

的 “管理权” 移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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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马关条约》 无效论的主张认为， １８９４ 年中日甲午战争是日本挑起的， 其目的在于吞并

朝鲜和侵略中国， 而 《马关条约》 是作为侵略者的日本强迫中国签署的不平等条约， 根据不平

等条约无效的国际法原则，① 《马关条约》 应属无效。 因此， 尽管日本强迫当时的中国清朝政府

放弃对台湾的统治权， 并完全控制台湾长达 ５０ 年， 但从法律上并不能导致主权的有效移转， 台

湾仍是中国领土， 只不过被日本侵占。 《开罗宣言》 所称 “日本所窃取的中国领土” 正是对当

时台湾的法律地位的准确界定。 至于中国从未要求日本返还因 《马关条约》 而攫取的战争赔款

的问题， 主要是中国顾及历史因素和不愿增加日本人民的负担， 不提出返还要求， 并非没有权

利索要。 至于朝鲜的独立问题， 同样是 《开罗宣言》 确定的原则， 与 《马关条约》 的效力问题

无关。
持 《马关条约》 有效论的主张认为， 首先， 以 “台湾是依据清朝被迫与日本签订的 《马关

条约》 割让出去的， 《马关条约》 是不平等条约， 所以无效” 这个理由来否定 《马关条约》 的效

力在当时是欠缺国际法法理基础的。 依照当时的传统国际法， 虽然对以威胁、 暴力、 监禁等胁迫

手段加诸缔约代表或缔约后批准条约者， 认为该条约有法律上的瑕疵， 而该代表或批准者的本国

事后可主张条约无效。 然而威胁的对象仅限于代表者或批准者 “个人”， 不包括对 “国家” 的威

胁。② 以本国将蒙受危害， 或是对本国施以武力威胁， 而得到条约上的同意， 并不影响条约本身

的效力。 其次， 主张 《马关条约》 为割地赔款的不平等条约， 也不能否定 《马关条约》 的效力。
当时的传统国际法认为战争是解决争端的方法之一， 因此割地赔款毋宁是很普遍的重获和平的方

法， 不只在亚洲， 在世界各地都可以看到割地赔款的例子， 如普法战争后法国割让阿尔萨斯和洛

林给普鲁士并赔款。 所以， 清朝因战败而在日本的武力威胁下所签订的 《马关条约》， 具有完全

的法律效力。 最后， 中国 （国、 共双方） 于 “七七事变” 爆发后， 已全面废弃与日本间之不平

等条约，③ 因此台湾必须归还中国的主张不能成立。 因为条约既是基于双方合意所成立， 当然不

能因单方的宣言而任意废止，④ 否则条约的签订就毫无意义。
应当看到， 废除不平等条约是一个历史过程， 集中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 “第一次世界大战

以前， 习惯国际法对各国进行战争的权利没有加以限制， 因此， 以使用威胁或武力而取得的条约

与其它条约一样有效。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 渐渐趋于把侵略视为非法， 结果必然把侵略者强迫

订立的条约视为无效”。⑤ 不平等条约可以被否认， 是一战后发展出来的。 《联合国宪章》 更为正

式地否认任何发动战争的正当性 （除了经由安理会通过的制裁决定）。 战争既然不再被当成国家

间解决争端的正当方法， 很自然地就导引出任何国家不得因战争而获利， 因此， 可以否认割地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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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杰、 胡庆育： 《中国不平等条约之废除》， 中国台湾台北： “中央文物供应社” 经售 １９６７ 年版， 第 ４５ 页。
丘宏达： 《现代国际法》， 中国台湾： 三民书局 ２００６ 年修订 ２ 版， 第 ２０５—２０６ 页。
严格而言， 当时的中国正式单方面宣布废止中日之间条约的时间是 １９４１ 年 １２ 月 ９ 日。 当日， 中华民国政府发布文

告， 正式对日宣战。 其中特别提出废除与日本之间的一切条约、 协定等， 《马关条约》 随之也不被承认， 中国公开声

明要收回台湾。 公告全文如下： “中国为酷爱和平之民族， 过去四年余之神圣抗战， 原期侵略者之日本于遭受实际之

惩创后， 终能反省。 在此时期， 各友邦亦极端忍耐， 冀其悔祸， 俾全太平洋之和平， 得以维持。 不料强暴成性之日

本， 执迷不悟， 且更悍然向我英、 美诸友邦开衅， 扩大其战争侵略行动， 甘为破坏全人类和平与正义之戎首， 逞其

侵略无厌之野心。 举凡尊重信义之国家， 咸属忍无可忍。 兹特正式对日宣战， 昭告中外， 所有一切条约、 协定、 合

同， 有涉及中、 日间之关系者， 一律废止， 特此布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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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Ｍ􀆰 阿库斯特： 《现代国际法概论》， 汪暄等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８１ 年版， 第 １５６ 页。



款这种条款。 但是， 对较早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的否认， 必须限于权利义务还在进行中的， 如果是

已经执行完毕的似难以简单地否认其效力。 有学者认为， 如果条约内容仅限于特定的一次性的给

付或以行为为目的， 比如割让领土， 一旦条约义务实际履行， 则请求返还的权利就不存在了，①

只有签订新的条约或有新的国际法律文件作为依据， 才能主张返还已经割让的领土。 如果条约的

履行是持续性的行为， 例如， 分期给付赔偿金的情况， 给付的时间跨越了可以作为条约中止或

废除时依据的国际法文件的生效时间， 则已经给付的赔款一般不能要求返还， 尚未给付的部分

因条约已抵触国际法上的强行性规范或禁止性规定 （如 《联合国宪章》 等） 而被废弃， 当然就

可以不必继续支付。 当然， 这样做也是出于顾及历史情况， 如果对于已经形成的状态还能去争

议， 那么就会发生像中国可否讨回元朝版图所包括的领土这样的问题， 反而会引起更大的国际

纠纷。 《马关条约》 中除了第 ６ 条的开放通商等为继续性条款， 其他都是在抗战前已经执行完

毕的处置性条款， 因此所设立的法律状态在当时即已确定， 没有办法再去否认它的历史性法律

效力。
但是， 具有法律效力的国际法律文件 《开罗宣言》 和 《波茨坦公告》 ， 并非平等主体之

间订立的带有 “平权型法律关系” 特点的国际公约、 条约或协议， 而是作为战胜者的强制

性命令， 基于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不正当行为的制裁及惩罚， 具有 “非平权型法律关系”
的特征。 上述国际法律文件明确否定了日本继续统治台湾的合法性以及日本历史上取得台

湾管治权的正当性， 这意味着， 即使 《马关条约》 是有效力的， 日本也不能再合法地统治

台湾。

（二） 《开罗宣言》 《波茨坦公告》 确认日本负有将台湾归还中国的法律义务

１９４３ 年 １２ 月 １ 日， 中、 美、 英三国发表 《开罗宣言》， 明确规定 “使日本在中国所窃取之

领土， 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华民国”。 这表明 《开罗宣言》 确认日本负有将东北四

省、 台湾、 澎湖列岛等中国领土归还中国的法律义务。 １９４５ 年 ７ 月 ２６ 日， 中、 美、 英三国发表

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的 《波茨坦公告》， 明确规定 “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 而日本之主权必

将限于本州、 北海道、 九州、 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② 此后， 苏联也表示支持并加

入 《波茨坦公告》。 《波茨坦公告》 重申日本必须将其占领的中国领土归还中国的法律义务， 并

将其作为接受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前提条件。 １９４５ 年 ８ 月 １５ 日， 日本天皇裕仁通过 “玉音放送”
发表 《终战诏书》，③ “饬令帝国政府通告美、 英、 中、 苏四国， 愿接受其联合公告”。 １９４５ 年 ８
月 １５ 日当时中国陪都重庆时间 （陇蜀时区夏令时） 早 ７ 点整， 中、 美、 苏、 英四国同时在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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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茨坦公告》 第 ８ 条。
《终战诏书》 是日本昭和天皇裕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签署的表示接受美、 英、 中、 苏四国在波茨坦会议上发表

的 《波茨坦公告》， 同意进行无条件投降的诏书。 诏书主要由迫水久常、 川田瑞穗、 安冈正笃执笔完成， 其他内阁

大臣亦曾参与修订。 为了争取免除裕仁的战争责任以及保护天皇制， 诏书在措辞上采取了诸多手段， 诸如粉饰日

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的实质； 规避日本对亚洲诸国的战争责任， 只将对象限制在美、 英两国； 且将裕仁作为日本侵

略军最高统帅的责任转嫁给日本政府。 诏书在 １９４５ 年 ８ 月 １４ 日由裕仁亲自宣读并录音， 次日通过电台广播， 称

“玉音放送”。



首都发表 《四国公告》， 接受日本无条件投降。① 同年 ９ 月 ２ 日， 《日本无条件投降书》 则昭告世

界， “承担忠诚履行 《波茨坦公告》 各项规定之义务”。 这表明日本承认并承诺履行将东北四省、
台湾、 澎湖列岛等中国领土归还中国的法律义务。

台独势力和国外的某些人质疑 《开罗宣言》 和 《波茨坦公告》 的法律效力问题， 他们认为，
《开罗宣言》 和 《波茨坦公告》 仅为政策指导性的 “宣言” 或 “公告”， 其效力与国际法上的条约

有很大不同， 这种政策指导性的 “宣言” 或 “公告” 为国与国之间对某一事务达成共识， 进而由

该国元首或领导者对外发表其见解。 因为是一种政府意志的表明， 所以在某一程度上宣言的内容会

拘束该国， 但其拘束力 （政治上的拘束力） 终究不及条约 （法律上的拘束力）。 类似 《开罗宣言》
与 《波茨坦公告》 这类战时的声明， 很多都是为了军事上的胜利所达成的共识， 没有办法客观地考

虑交战双方的经济、 政治、 社会等问题。 因此， 这种约定、 声明通常是一时的权宜策略， 有赖战争

结束后， 交战双方在缓和气氛下所订定的和约来处理战后的权利义务关系。 而依据国际法的原则，
战争结束后任何领土的割让、 移转都应该在条约中明文规定， 将来才不会发生争议。②

笔者认为， 上述观点不能成立。 其实， 国际法文件的名称很多， 例如 “条约” “公约” “协
定” “联合声明” 等， 不管名称如何均不影响其法律效力。③ 《开罗宣言》 的法律拘束力， 早已

是一个不争的客观事实。 国际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早已确认其法律效力， 国际法上也有充分的根

据证明其法律效力。 诚然， 国际宣言在很多场合是一种政策性声明， 不产生国家间的权利义务关

系， 但也并非尽然。 据 ２０ 世纪英国国际法学家劳特派特 （Ｌａｕｔｅｒｐａｃｈｔ） 所阐述的、 为国际法学

界普遍接受的权威解释， 凡载有由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代表国家达成的协议并且订明有确切的行

为准则的国际宣言， 都被公认为对各该国具有法律拘束力。④ 这一解释已为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国

际实践所一再证明。 《开罗宣言》 恰恰具备这样的三个条件。 首先， 它是以中、 美、 英三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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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的准确时间应是 １９４５ 年 ８ 月 １５ 日重庆时间 （陇蜀时区夏令时） 早晨 ７ 点 《四国公告》 发布。 国内外一些人士

长期奉行抗战胜利的法律标志是 “诏书终战” 或 “九三签字” 观点， 对 《四国公告》 置之不顾， 应该反省。 所谓 《四
国公告》， 即当年中、 美、 英、 苏四国政府磋商约定， 于 １９４５ 年 ８ 月 １５ 日早晨 ７ 时正 （重庆时间）， 从四国首都重庆

（战时首都）、 华盛顿、 伦敦、 莫斯科， 用汉语、 英语、 俄语， 向敌我双方海陆空军队， 播发内容一致的公告： 日本无条

件投降。 《四国公告》 在确定日本无条件投降方面， 具有最高的国际法律效力和国际权威性， 一经宣布， 战火停熄， 任何日

军如继续顽抗可以坚决消灭， 但投降的日军应依法保证其战俘权利， 充分显示了四个大国在二战全局中的主宰地位。
１９４５ 年的 《中央社讯》 有明确记载： “日本正式投降的消息， 系 １５ 日晨 ５ 时 １ 刻由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 用无

线电打字机通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及我外交部吴次长国桢， 约定于华盛顿时间 １４ 日下午 ７ 时即重庆夏季时间 １５ 日

晨 ７ 时同时公布。” 当时 《新华日报》 也有准确记载： “杜鲁门总统今天 （１４ 日） 下午 ７ 时 （即重庆时间 １５ 日上午 ７
时） 举行记者招待会， 发表对日本政府的复文， 该复文在华盛顿、 莫斯科、 伦敦和重庆四地同时发表。” 英国于伦敦

时间 １４ 日午夜 １２ 时， 莫斯科于 １５ 日凌晨 ３ 时， 分别由当时英国首相艾德里、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 宣布日

本投降公告。 以上确凿的原始史料清楚地告诉我们， １９４５ 年 ８ 月 １５ 日中国战时首都 （陪都） 重庆时间 （陇蜀时区夏

令时） 早晨 ７ 时， 是正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的精确时刻， 它对战争双方都具有最高权威和法律效力。 鉴于 《四国

公告》 发布时间， 美、 苏、 英三国的政府均已经下班， 只有中国政府是刚刚上班， 笔者认为， 确定这一时间四大国

同时宣布接受日本无条件投降 （是否接受战败国无条件投降以及怎么做才是无条件投降， 是战胜国的权力， 而非由

战败国决定， 这就是 “玉音放送” 不能作为抗战胜利法律标志的原因）， 表现了美、 英、 苏三大国对中国人民和政府

的尊重与礼让。 至于 “九三签字”， 对于接受无条件投降这类 “非平权型法律关系” 而言， 在法律上并非不可或缺，
这与签订国际条约或公约、 协定之类 “平权型法律关系” 完全不同。
Ｌｏｒｄ ＭｃＮａｉｒ，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ｒｅａｔｉｅｓ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６１）， ｐｐ􀆰 ７０４ － ７０６。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 第 ２ 条。 前国际法院院长詹宁斯修订的 《奥本海国际法》 （第 １ 卷第 ９ 版） 也表明 “一项未经

签署和草签的文件， 如新闻公报， 也可以构成一项国际协议”。
〔英〕 劳特派特修订： 《奥本海国际法》 （上卷第 ２ 分册）， 石蒂、 陈健译，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７２ 年版， 第 ３０６—３０７ 页，
第 ３２４—３２６ 页。



首脑的名义共同发表的， 表达了三国政府的共同意愿； 其次， 它记载了三国领导人达成的协议；
第三， 它明确规定了三国对日作战的行为规则， 包括确认台湾是日本所窃取的中国领土， 承诺务

使日本在战后将台湾归还中国。 《开罗宣言》 所具有的这三个条件， 使它从本质上区别于国家间

的一般政策性声明， 成为三国间的一项有法律拘束力的协议。
也曾经有人以 《开罗宣言》 没有采用一般法律文件的形式为由， 来否认其法律效力， 这样的

理由也是不能成立的。 国际法上没有任何规则规定条约或协定的标准形式。 确定一项文件的法律性

质是否属于条约， 决定性的因素不是其名称或形式， 而在于它是否意图在缔结国之间创设明确的权

利和义务。 《开罗宣言》 所以被公认为具有条约或协议的性质， 恰恰主要不是依据其形式， 而是依

据其内容和意图， 即共同发表宣言的国家之间确定的有关战后对日本处理安排的权利义务的承诺。
《开罗宣言》 的法律性质与效力不但在法理上无懈可击， 事实上也很快为后来的国际实践所

确认。 １９４５ 年 ７ 月 ２６ 日， 中、 美、 英三国首脑发表的 《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 第 ８ 条规

定， “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 明确将 《开罗宣言》 的内容列入这份重要的国际协议， 进一

步验证和加强了 《开罗宣言》 的国际法效力。 该公告后经苏联加入而变成四强乃至反法西斯同

盟国阵营的共同保证， 对四国及同盟国均有约束力。 同年 ９ 月 ２ 日， 《日本无条件投降书》 则昭

告世界， “承担忠诚履行波茨坦公告各项规定之义务”。 毫无疑义， 这其中当然包含无条件接受

《开罗宣言》 并履行其必须将台湾归还给中国的义务。
不仅如此， 在当时的中国政府根据 《开罗宣言》 及盟国间协议， 从日本手中收复台湾、 再

度确立中国对台湾的主权之后， 世界各国包括西方主要发达国家， 都以多种方式对 《开罗宣言》
的法律效力及台湾回归中国的法律地位予以确认。 尽管在冷战前期， 出于政治需要， 某些国家的

官员在个别场合曾经对 《开罗宣言》 的法律性质与效力表示过质疑或异议， 但是， 从来没有一

个大国在正式场合或公文中公然违反 “禁止反言原则”， 公开否认 《开罗宣言》 的法律效力。 相

反， 长期以来， 《开罗宣言》 在一些国际文件中屡屡被引为法律证据， 则是不争的事实。

　 　 （三） 对中国没有法律拘束力的 １９５１ 年 《旧金山和约》 并未改变台湾作为中国领

土的法律地位

　 　 二战结束后， 国际社会开始着手处理对日和约问题。 １９５１ 年 ９ 月 ８ 日， 在美国的旧金山签署

了对日和约。 《旧金山和约》 关于台湾问题的规定为： “日本国放弃对台湾与澎湖诸岛的一切权

利、 权原， 以及请求权。”①

持 “台湾地位未定论” 的人士认为， 《旧金山和约》 中只规定 “日本国放弃对台湾与澎湖诸岛

的一切权利、 权原， 以及请求权”， 但并未提到由何国继受。 鉴于国际法对领土移转的条约要求，
要明确由何国移转到何国， 因此， 依照 《旧金山和约》 规定， 台湾脱离日本， 但并未并入中国或任

何国家， 故台湾在国际法上的地位处于未定的状态。 他们进一步提出， 旧金山和会与会代表的共识

是： “我们所得结论是在缔结对日和约时， 对台湾的适当处理是仅规定日本主权的放弃而已……，
台湾地位应在适当的时机， 依照联合国宪章的精神和原则以及台湾人民的意愿来决定。”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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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旧金山和约》 第 ２ 章第 ２ 条。
Ｍｕｔｕａｌ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Ｔｒｅａｔ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ｎａｔｅ， ８４ｔｈ Ｃｏｎｇ􀆰 ， １ｓｔ Ｓｅｓｓ􀆰 ，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Ｒｅｐｏｒｔ Ｎｏ􀆰 ２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 Ｕ􀆰 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Ｏｆｆｉｃｅ， １９５５）， ｐｐ􀆰 １， ４， ５ － ６， ８􀆰 另参见 Ｍａｒｊｏｒｉｅ Ｍ􀆰 Ｗｈｉｔｅｍａｎ， Ｄｉｇｅｓ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Ｖｏｌ􀆰 ３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 Ｕ􀆰 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Ｏｆｆｉｃｅ， １９６４）， ｐ􀆰 ５６５。



值得注意的是， 旨在准备、 拟制和签订对日和约的旧金山和会并未邀请中国参加。 对此， 当

时海峡两岸均表达了强烈的不满。 以所谓 “中华民国政府” 名义统治台湾的国民党当局认为：
“中国被拒绝参加对日和约签字， 乃破坏国际信义之举， 政府决不容忍。”① 中国大陆方面认为：
“美英两国政府所提出的对日和约草案是一件破坏国际协定、 基本上不能被接受的草案。 不论从

它的准备程序上或它的内容上讲， 都是彰明较著地破坏了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的联合国宣言、 开

罗宣言、 雅尔塔协定、 波茨坦公告和协定及一九四七年六月十九日远东委员会所通过的对投降后

日本之基本政策等重要国际协定， 草案只规定日本放弃对于台湾和澎湖列岛及对于千岛群岛和库

页岛南部及其附近一切岛屿的一切权利， 而关于将台湾和澎湖列岛归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将千

岛群岛和库页岛南部及其附近一切岛屿交予和交还给苏联的协议却一字不提。 同时， 草案又故意

规定日本放弃对南威岛和西沙群岛的一切权利而亦不提归还主权问题。 对日和约的准备、 拟制和

签订， 如果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参加， 无论其内容和结果如何， 中央人民政府一概认为是非法

的， 因而也是无效的。”② 根据条约规则方面的国际法原则， 条约的效力基于缔约国对其效力的

自愿接受， 因而条约只能适用于缔约国之间。 中国政府从未签署过 《旧金山和约》， 并且对其始

终持否定的态度。 因此， 该约规定对中国不产生任何法律效力。 《旧金山和约》 的一切规定对于

中国来说完全有权利加以拒绝。 此外， 《旧金山和约》 虽未明确规定日本应将台湾归还中国， 但

也并未否认 《开罗宣言》 和 《波茨坦公告》 所确立的日本的归还义务， 更未主张台湾属于 “无
主土地” 或可以独立的殖民地， 因此， 《旧金山和约》 并未改变台湾作为中国领土的法律地位。

　 　 （四） １９５２ 年 “日蒋和约” 不是有效的 “中日和约”， 也未改变台湾作为中国领土

的法律地位

　 　 １９５２ 年， 日本政府与台湾当局就所谓 “中华民国与日本国间和平条约” 的缔结问题进行谈

判。 ２ 月 ３０ 日谈判正式开始， 至 ４ 月 ２８ 日和约签字， 前后进行了正式会谈 ３ 次、 非正式会谈 １８
次， 历时 ６７ 天。 该 “条约” 在第 ２ 条规定， “日本国根据一九五一年九月八日于美利坚合众国

之旧金山市所签订之与日本国之和平条约 （即 《旧金山和约》） 第二条， 承认放弃对台湾及澎湖

群岛， 以及南沙群岛及西沙群岛之所有权利、 权限及请求权”， 并未规定日本将台湾等地归还中

国。 事实上， 当时以军事占领台湾的蒋介石政权曾要求日本在 “条约” 纳入 “台湾归还中国”
的条款， 但被日本代表以履行旧金山和会的共识以及不得超越 《旧金山和约》 所规定的范围为

由拒绝， 蒋介石想要透过 “条约” 明确取得台湾主权的目的终究未能实现。
需要强调的是， １９５２ 年， 中国国民党已经失去全中国执政党的地位， 其所控制的政权已经

不是国内法意义上的中国合法中央政府， 无权在国际社会代表中国这个主权国家， 只能算是中国

内战的交战一方。 因此， 尽管日本国当时还承认国民党政权为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 但客观事实

已经显示国民党政权不再拥有代表中国的资格， 根据国际法惯例， １９５２ 年 “日蒋和约” 不是有

效的 “中日和约”。 当然， 考虑到当时国民党政权还控制着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 并且相当数量的

国家当时还承认其为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 对于 “日蒋和约” 中的部分条款的效力问题还需要具体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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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蒋介石 １９５０ 年 ７ 月 １６ 日发表的谈话。 参见中国台湾台北： “中央日报” １９５１ 年 ７ 月 １７ 日。
《周恩来外长关于美英对日和约草案及旧金山会议的声明》 （１９５０ 年 ８ 月 １５ 日）， 载田桓主编： 《战后中日关系文献

集》 （１９４５—１９７０ 年），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９６ 年版， 第 ９８ 页。



分析。 值得注意的是， 日方在第一号照会中提出将该 “条约” 的适用范围确定为 “中华民国现在

所控制或将来所控制之全部领土”， 隐含有制造或被动承认 “两个中国” 或 “一中一台” 的图谋。

　 　 （五） １９７２ 年 《中日联合声明》 与 １９７８ 年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作为中日两国之

间的国际法律文件重申了台湾是中国领土的法律地位

　 　 由于中国未签署 《旧金山和约》， 且 “日蒋和约” 不是有效的 “中日和约”， 就使中日两国

之间的战争状态在法理上未得到结束。 １９７２ 年 ９ 月 ２５ 日至 ９ 月 ３０ 日， 时任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

田中角荣应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邀请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 ９ 月 ２９ 日， 中

国与日本签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 （以下简称 《中日联合声明》）。 该

声明规定， “自本声明公布之日起，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

束。 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 台

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
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 该声明作为二战结束后中、 日两国正式签署的、 具有国

际法效力的文件， 再一次阐明了台湾作为中国领土的法律地位。 １９７８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

本国和平友好条约》 是二战结束后中日两国正式缔结的、 经双方国内法上有权机关批准的第一

个双边国际条约， 该条约确认 《中日联合声明》 是两国间和平友好关系的基础， 联合声明所表

明的各项原则应予严格遵守。 这就以双边条约的形式再次明确了台湾作为中国领土的法律地位以

及日本在台湾问题上应承担的国际法义务。

二　 中国的国号变更不影响台湾属于中国的法律地位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是主权国家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国号， 具有国际

法上的指代同一性

　 　 １９４５ 年制定 《联合国宪章》 时， 中国作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在

宪章中得到确立， 当时中国的国号是中华民国。
１９４９ 年中国革命成功后， 发生政权更替。 １９４９ 年 ９ 月下旬，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成为中国新的国号。 １９４９ 年 １０ 月 １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

府宣告成立， 成为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原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 则丧失了以中央政府身

份在法律上代表中国的资格， 其残余势力蒋介石集团在中国内战中因失去中国人民的支持， 败退

至台湾地区， 但仍延用 “中华民国政府” 称谓在台湾地区进行事实统治， 并且非法占据中国在联

合国的席位。 与此同时， 由于部分国家基于国际社会冷战和意识形态对抗的因素， 不承认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取代中华民国政府成为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继续同蒋介石集团控制的台湾当局保

持所谓 “与中华民国的外交关系”， 甚至在国际社会图谋制造 “两个中国” 或 “一中一台”。
“中华民国” 自 １９１１ 年辛亥革命胜利取代 “大清帝国” 成为中国的国号以后， 至 １９４９ 年 １０

月 １ 日以前， 作为中国的 “国号” 为全中国以及国际社会所认同。 １９４９ 年 １０ 月 １ 日以后， 已经

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一 “国号” 所取代。 但是， 由于内战导致的敌对状态并未结束， 台湾

地区最主要是台湾当局仍继续沿用 “中华民国” 国号指代 “一个中国”， 两岸在国号问题上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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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属于国内法问题， 可以通过双方谈判协商解决。 但是， 两岸在 “国号” 上的分歧并未改变

“两岸同属于一个中国” “中国的主权以及人民和领土完整并未分裂” 的事实。 从这一意义上讲，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华民国”！ 两者在指代中国这个主权国家时具有同一性。 只是中国内战

未能彻底结束， 导致了 “一个中国内阶段性两个敌对政权并存” 的格局， 即 “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 （台湾方面称为 “大陆当局”） 和 “台湾当局” 长期敌对并存的现状。

　 　 （二） 联合国大会第 ２７５８ 号决议基于国际法上尊重主权国家内政原则， 承认并接

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取代中华民国成为中国的国号

　 　 １９７１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第 ２６ 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第 ２７５８ 号决议， 明确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并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

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联合国代表中国行使代表权的问题最终得到解决。
１􀆰 联大第 ２７５８ 号决议采用驱逐 “蒋介石代表” 而不是 “中华民国政府代表” 或 “台湾当局

代表” 的表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后， １９４９ 年 １１ 月就向联合国提出，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取代原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 在联合国代表中国行使代表权。
一个主权国家在联合国及国际社会只能有一个合法政府代表该国行使在国际法上的权利， 履

行相应义务， 并承担法律后果。 一个主权国家内的某个政权是否具有在国际法上代表该国的资

格， 应以该政权在国内法上具有全国性政府或中央政府的地位为前提条件。 在 １９４５ 年 《联合国

宪章》 签署时，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 但它在中国内战中丧失了中国绝大

多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 也无法有效地管治中国绝大部分领土， 其代表中国的中央政府的地位已

经在 １９４９ 年 １０ 月 １ 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所取代。 第 ２６ 届联大基于国际法上尊重

主权国家内政原则， 承认并接受上述现实， 通过第 ２７５８ 号决议，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

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因而隐含承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 取代 “中华民国” 作为中国的国号。
蒋介石军政集团败退至台湾地区后， 虽仍延用 “中华民国政府” 的称谓和组织结构在台湾

地区进行统治， 并且非法占据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 但是， 它属于被推翻的政权， 既不能在国际

法上代表中国这个主权国家， 也不是国内法意义上的合法的中国政府， 与 １９４５ 年签署 《联合国

宪章》 时的 “中华民国政府” 存在法律意义上的本质区别， 在法律上不能再被称为 “中华民国

政府”。 故联大第 ２７５８ 号决议中不能再使用 “中华民国政府代表” 的表述。 同时， 联合国是由

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 只能接受主权国家派出的代表，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不是主权国

家， 《联合国宪章》 不允许以台湾名义向联合国派出代表， 也就不能使用驱逐 “台湾当局的代

表” 的表述， 故只能采用驱逐 “蒋介石的代表” 的表述。
２􀆰 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不属于需要三分之二多数同意的 “重要问题”， 也

不需要修改 《联合国宪章》 第 ２３ 条 （安理会组成条款）、 第 １１０ 条 （宪章生效条款）， 用 “中华

人民共和国” 替换 “中华民国” 的相关表述

联大第 ２７５８ 号决议解决的是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 既不是新会员加入联合国的

问题， 也不是会员除名问题， 不涉及修改 《联合国宪章》， 不属于重要问题， 不需要会员国三分之

二多数同意。 从 １９４９ 年到 １９６０ 年， 中国代表权问题在联合国大会都是作为程序性问题处理的， 按

照 《联合国宪章》 的规定， 大会程序性问题都是以简单多数表决。 美国是从 １９６１ 年才开始提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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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中国代表权问题是 “重要问题” 的提案， 实际上是对 “重要问题” 这一概念的曲解， 目的在于企

图以三分之二多数阻碍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 第２６ 届联大首先表决的是美国等国提出的中国

代表权问题是 “重要问题” 的提案， 结果被否决， 可见当时大多数国家不认同中国代表权问题属于

“重要问题”。 因此， 联大第 ２７５８ 号决议完全符合 《联合国宪章》 的规定， 不存在抵触宪章的问题。
关于各国在联合国使用的国号并无确定的国际法规则， 联合国只是尊重各会员国的选择。 １９４５

年签署 《联合国宪章》 时， 中国作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 国号是中华民国。 一个国家国号的更改不

影响该国的国际法人格， 也不影响其联合国会籍。 中国的国号在历史上有过多次变更， 但是， 不同

的国号指代的都是同一个国际法主体———中国。 “中华民国” 作为中国的国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取

代后， 尽管 《联合国宪章》 中的 “中华民国” 字样没有更改， 并不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作为

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行使代表权。 《联合国宪章》 的修改是极为复杂和严肃的事情， 联合国及其绝

大多数会员国都未曾对 《联合国宪章》 中的 “中华民国” 字样指代的主权国家就是中国这一事实

提出质疑， 所以没有必要采取修改 《联合国宪章》 的行动。 需要强调的是， 苏联解体后， 俄罗斯联

邦取代苏联在联合国的席位， 这是国际法上的国家继承， 因为苏联和俄罗斯不是同一个主权国家也

就不是同一个国际法主体， 俄罗斯联邦和苏联之间产生国家继承问题。 而 “中华人民共和国” 取代

“中华民国”， 只是同一个主权国家的国号变更问题， 不涉及国家继承问题， 仅涉及政府更迭问题。
政府继承与国家继承存在本质差异。 国家继承意味着存在前后两个具有国家主权的法律主体， 而政

府继承意味着只有一个具有国家主权的法律主体。 政府更迭所导致的法律后果， 应是属于一国国内

法律秩序规范的问题， 不涉及与国家主权变更有关的国际法问题。 因为同一个主权国家的前后政

府， 不论政治性质和政府形态如何， 也不论政府更迭的方式和由此引发的政体或政制变革如何， 在

国际上所代表的主权国家仍然是一致的，① 该国的国际一致性并不因此等事件而受影响。②

（三） “台湾的法律地位问题” 与 “中华民国的法律地位问题” 不等价

１􀆰 《联合国宪章》 中仍留有 “中华民国” 表述以及台湾当局目前还有 ２０ 多个所谓 “邦交

国”， 在法律上均不证明 “中华民国” 还存在或台湾实际演变成了独立主权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 取代 “中华民国” 成为中国新的国号后， “中华民国” 作为中国的国号

已经成为历史， 不再具有现实法律意义； 败退台湾的 “中华民国政府” 也不再是代表中国的合

法中央政府而转变为实际控制中国台湾地区的 “台湾当局”。 目前， 尽管尚有 ２０ 多个国家作为

联合国会员国， 仍同台湾当局保持所谓 “与中华民国之间的邦交关系”， 但是， 这种行为违反了

联大第 ２７５８ 号决议， 违反了这些国家应当承担的国际法义务。 联大第 ２７５８ 号决议标志着国际社

会承认并接受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

部分”， 因此， 与台湾当局维持 “邦交关系”， 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 损害中国的主权， 严重违反

国际法。 而违法行为不能导致合法结果， 这种所谓 “邦交国” 的数量也没有任何法律意义， 理所当

然不能成为 “中华民国还是中国的国号、 中华民国政府还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或 “以中

华民国为国号的台湾实际上已经成为国际法上与中国没有隶属关系的独立主权国家” 的证据。
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地区， 从来就不是一个主权国家， 不可能具有主权国家的政府， 也不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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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加入联合国的资格， “中华民国” 作为中国的国号既然已经成为历史， 也就根本没有所谓 “中
华民国已经实际演变为台湾” 的问题。

中国的国号既然已经由 “中华民国” 变更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 也就根本不存在所谓 “取消

中华民国会籍” 问题。 联大第 ２７５８ 号决议解决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取代所谓 “中华民国政府”
行使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的问题， 不涉及 “中国会籍” 的问题。 联合国的 “中华民国会籍” 的

本质是 “中国的会籍”， 在联合国大会通过第 ２７５８ 号决议的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海峡两岸对此均不持

疑义。 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 是联合国创始会员国， 其会籍问题并不受中国国号变更的影响。
一个主权国家发生政权更替后， 会产生新政府取代旧政府代表该国行使在国际法上的权利，

履行相应义务， 并承担法律后果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 意味着其取代原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 开始代表中国行使在国际法上的权利， 履行相应义务， 并承担法律后果。
２􀆰 联大第 ２７５８ 号决议虽没有明确写明 “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或 “台湾是中国

的一部分”， 但是， 联合国大会以 “不表决双重代表权问题” 的方式， 隐含确认了 “台湾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不存在所谓 “中华民国代表权” 问题的立场

联大第 ２７５８ 号决议解决的是中国代表权应由谁来行使的问题， 并不是为了解决台湾地位的

问题， 台湾属于中国的法律地位问题早已解决。 在该决议表决前， 某些国家的代表还企图作最后

一次努力， 想删除 ２３ 国提案中关于 “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

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 的内容， 但遭到多数国家代表的反对并经大会主席裁决而归于失

败。 在第 ２７５８ 号决议通过后， 联合国大会不再就美国提出的所谓 “双重代表权” 问题进行表决，
这意味着联合国大会以 “不表决双重代表权问题” 的方式， 进一步确认了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不存在所谓 “中华民国代表权” 或 “台湾代表权” 问题的立场。

况且， 当时海峡两岸均坚持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两岸同属一个中国。 联合国及其所有会员

国依照宪章的规定， 应当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既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中国， 台湾

地区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台湾人民是中国人民的一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在联合国

理所当然代表台湾人民。 因此， 联大第 ２７５８ 号决议通过后， 也不存在所谓 “台湾人民没有在联

合国的代表” 的问题。
由此可见， 在国际法上， 台湾地区的法律地位已经明确， 即台湾与大陆同属一个中国 （现

国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并非独立的主权国家或具有主权的法律实体， 面积的大小、 人口的多

少不影响其法律地位。 因此， “台湾的法律地位问题” 不是 “中华民国的法律地位问题”。

　 　 （四） 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实质是 “确定两岸都能接受的台湾政权法律地位” 而非

“改变台湾的法律地位”

　 　 由于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 其人民、 领土、 主权并未分割， 惟政权以及由政权创制的法律

制度尚未统一。 目前， 两岸法制体系、 政权架构事实上还互不隶属， 没有一部为两岸共同认可的

宪法， 也没有两岸共同承认的中央政府或全国性政府， 但这种政权尚未统一的现象并不影响两岸

均属于中国以及中国主权、 领土和人民并未分裂的现状。 可见， 所谓实现 “统一”， 实质是实现

政权和法制的统一， 而非改变台湾的法律地位。
台湾地区现政权源自在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中国内战中因失去大陆地区人民的支持而丧失作为中

国这个主权国家的中央政府的法律地位， 败退至台湾地区的中国国民党蒋介石军政集团。 尽管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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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石集团仍延用 “中华民国” 国号及 “国民政府” 称谓在台湾地区进行事实统治， 其性质只能

是作为中国内战延续状况下实际控制一个地区的割据政权。 在 １９７１ 年联合国大会第 ２７５８ 号决议

生效前的一段时期， 所谓 “中华民国政府” 是当时国际社会和多数国家承认的代表主权国家中

国 （国号为中华民国） 的唯一合法政府。 随着联大第 ２７５８ 号决议明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并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

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 国际社会和绝大多数国家逐渐不再承认所谓 “中华民国政府” 作为代表

中国的合法政府的地位， 所谓 “中华民国政府” 不论在国内法意义上还是在国际法意义上真正

成为 “台湾当局”。 尽管其还与少数国家保持所谓外交关系， 并继续实施签发护照等带有 “主权

行为” 性质的活动， 但不足以改变其台湾地区政权的性质。
随着台湾地区的变革， 台湾当局的政治格局和生态也发生了变化， 目前的台湾地区政权已经

由台湾地区居民通过其所谓 “民主法治程序” 选举产生， 与当年的蒋介石政权控制的台湾当局

存在明显差异。 因为和平统一与非和平统一的最大不同， 就是必须通过法律赋予或认可台湾地区

现政权的合法地位和正当性， 并且这种合法地位一定基于两岸都能接受的政治定位， 所以， 和平

解决台湾问题的实质是 “确定两岸都能接受的台湾政权法律地位”。 至于台湾的法律地位， 不论

台湾问题是以和平方式还是非和平方式解决， 都不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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